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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商主义在荷兰率先崛起中的作用 *

梅俊杰

摘 要:  荷兰是开放的“首个现代经济体”，自由贸易论的早期倡导也部分来自荷

兰，世人因此相信，荷兰的率先崛起与重商主义无涉无缘。细查历史却可发现，荷兰在

快速发展中同样采用了关税保护、产业扶植、政府干预等重商主义政策工具，借此形成

的强大生产效能才是它奉行自由贸易的实力基础。荷兰事实上超前践行了重商主义所蕴

含的赶超发展要诀：致力于在更具报酬递增潜力的工商业中培植自身比较优势，借助外

来移民大力集聚能加速经济崛起的先进生产要素，注重通过技术模仿、进口替代和自主

创新去增强产业竞争力。其后来走向相对衰落，是因为英法等国实行了更严格的重商主

义，而荷兰却经历了产业脱实向虚、技工和资金流散、企业精神丧失、创新动力萎缩等

“富贵病”，从而与重商主义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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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荷兰是近代以来赢得世界霸权的首个国家，不仅如此，有充分证据表明，荷兰还是

世界上“ 首个现代经济体”。① 正由于荷兰这一领先地位，加之它对国际自由贸易的积极奉行及其政

治经济运行所呈现的自由开放性，学界容易失察荷兰率先崛起背后的重商主义动力。人们通常相

信，“只有低地国家尤其是后来的荷兰共和国未能采纳重商主义的观念和政策”。② 即使是深究民族主

义的史学家也以为，“荷兰经验是个例外现象”，那里存在“几近完美的经济自由”，“荷兰人一贯提

倡自由贸易”。③

然而，对荷兰崛起的此类自由主义解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更无助于认识经济发展的历史规

律。费尔南 • 布罗代尔就不同意所谓“ 荷兰从未推行过任何形式的重商主义”，称此论“ 未免言过

其实”。④ 细究之下确可发现，荷兰倾向于自由贸易之时，恰是其国际竞争优势显赫无敌之际，而此

前为了培植这种优势，荷兰同样实行过各类重商主义措施，之后当自身优势遭到削弱时，它也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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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挑战而诉诸重商主义。早期荷兰在重商主义问题上的行为逻辑，以后将反复再现于英国、美

国等列强身上。因此，要考察现代国家崛起及重商主义作用问题，荷兰实乃不可多得的一个先行案

例，何况对荷兰的相关研究向不充分。

一、自由贸易主张源于实力优势

1579 年，尼德兰一分为二，包括荷兰在内的七个北部省份结成乌得勒支同盟共同反抗西班牙，

随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或俗称荷兰共和国）建立。荷兰立国未久便迅速崛起，17 世纪初已成就无

可争议的霸业。① 在其“ 黄金时代”（1580—1670）早期，荷兰人便一方面广泛地实行自由贸易，另

一方面开始提出自由贸易主张，有关理论尤见于雨果 • 格劳秀斯那些奠定国际法基础的著作，如

1604 年的《捕获法》及随后的《论海洋自由》《战争与和平法》。

格劳秀斯提出，“ 贸易自由植根于各国的基本权利，该权利具有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理由”；

“一国不应剥夺其他国家相互贸易的机会”，也不应禁止外国国民与本国国民的通商；国内和国际都

不应限制自由贸易，“ 与实际所运货物无关的任何税费负担均不得施加”；海上通行权不应受到干

涉，否则“ 被阻止者拥有开战的正当理由”。② 格劳秀斯的这些思想多已成为国际法的重要原则，无

疑是自由贸易学说史上的里程碑，对国际关系和人类进步不无积极意义。可是，我们也须看到这些

思想的实用主义利益本源。

格劳秀斯的《 论海洋自由》和《 战争与和平法》其实都源自《 捕获法》。《 捕获法》原是“ 为荷

兰东印度公司 1603 年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而引起的两国间的纠纷，应这一公司要求而写的

辩护词”。故“毫无疑问，《捕获法》主要为维护东印度公司利益而作”。本属书中一章的《论海洋自

由》也与东印度公司密切相关，格劳秀斯一方面阐述荷兰在东印度应有的自由贸易权和航海权，另

一方面应公司之请，着重宣传东印度贸易给国内带来的诸多好处。③

自由贸易的理论构建与实际利益紧密相连，这一点不足为奇。之前，西班牙人也坚称，“ 自由

贸易是自然法则的一项律令”，“ 西班牙人有权进入印第安人的土地”开展贸易云云。不过论者指

出，如此主张自由贸易，“ 无非是因为西班牙其时正好是海上强国”。④ 同理，随着荷兰成为“ 海上

马车夫”，它接过自由贸易的旗帜亦已水到渠成，德拉 • 考特在本国巅峰年代出版《 荷兰的利益》

（1662），抨击垄断和特权，呼唤自由贸易等自由体制，⑤ 自属顺理成章。由此可见，即使要赞赏荷兰

的自由贸易倾向，也须认清其背后的实力支撑，这样才不至于追随流行信条而把荷兰经验理想化，

乃至无视重商主义发展手段在那里的实际应用。

（一）荷兰拥有最为强大的综合生产效率

历史上荷兰确有倾向于自由贸易的多重原因。其一，自古已然的通海地理、河湖水网、水利设

施及航运传统，让荷兰人习惯于开放的贸易交往；其二，中世纪以来该地区已城镇密布且分工发达，

也利于密切的经济互动；⑥ 其三，土地和原料的缺乏，使之必须依赖积极的工商活动才能维持较高的

生活水准；其四，当地的封建体制相对薄弱，行会和教会约束力偏小令工商政策更趋自由化。⑦

对荷兰自由贸易动因的以上概述固然合理，但均偏重于静态的基础性条件。与此同时，更有必

要从动态的经济发展阶段角度作观察。对于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产业竞争力更强、工业依靠外

部原材料输入、总体生产能力超出国内消费能力、汲汲于向外扩张谋利的国家而言，自由贸易当然

①  Rondo Cameron,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53.
② 道格拉斯 • 欧文：《自由贸易思想史》，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第 22 页。
③ 雨果 • 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马忠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1、11 页。
④ 道格拉斯 • 欧文：《自由贸易思想史》，第 20、21 页。
⑤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697.
⑥  H. Pirenne, “The Place of the Netherland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2, 
 No.1, 1929, p.20, p.28, pp.31-32, p.35.
⑦ 董正华：《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第 56、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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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言而喻的最优政策选项。

简言之，荷兰的自由贸易导向完全建立在综合经济效率包括工业优势之上。学界一般认为，荷

兰霸权即使不算昙花一现，也主要是一种商业优势，甚至仅为某种海上优势，言下之意，自由贸易

不过是荷兰商业利益的市场化延伸，与现代工业生产无甚关系。例如有称，“ 荷兰是一种没有能够

转入工业化的纯商业经济”。① 受此影响，国内学者也惯于忽略荷兰在世界现代发展中的一般意义，

以致这一现代化先锋干脆不见于所谓“现代化三次浪潮”的序列。② 如此一来，荷兰率先崛起背后的

重商主义动力自然得不到深究，其奉行自由贸易时的真正动因也得不到恰当领会。

如果说英国和美国后来走上自由贸易之路，本质上是以自身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优

势为后盾，那么，这种情况先已发生在荷兰身上。“ 荷兰人在英国可以把商品价格压得比英国人还

低来出售”，③ 反映出的决非单纯的商业或海上霸权，而是其强大的综合生产效率。换言之，支撑荷兰

自由贸易的那种实力优势是全方位的，绝不限于人们通常关注的贸易、航运、渔业，而同样涉及农

业、工业、金融等其他部门。这些方面都有大量事实依据：

在最大的农业部门，荷兰的劳动生产率在 1510—1650 年间提高了近一倍，最后虽雇佣不足四

成的总劳动力，但已接近食品净出口的水平。④ 除了在筑坝挖河、围海造地、轮作耕种、风车利用等

农技方面走在欧洲前列，更突出的是，荷兰农业早已多样化、专业化，并在食品生产之外日益面向

工业原料的需求，乳品、肉类、豆类、蔬菜、花卉、水果、麻类、啤酒花、染料草等行业经由技术

的发展和比较优势的培植，构建起一个发达的基础生产部门。史家的结论是：1590—1670 年堪称

“荷兰的农业世纪”，荷兰形同“西欧农业的‘麦加城’”。⑤

在工业部门，自 16 世纪中叶起，荷兰“工业生产在一百年里突飞猛进”，⑥ 覆盖呢绒、麻织、棉

纺、缫丝、冶金、造船、酿酒、制皂、制糖、制盐、制烟、榨油、陶瓷、制砖、机械、军工、钻石、

玻璃、造纸、印刷、制图等众多行业，工业已构成“城市中最重要的就业源”。作为龙头产业的纺织

业尤其突出，15 世纪起几乎遍及每个城镇，以后还向农村扩展。⑦ 17 世纪中期，莱顿乃“ 欧洲绝无

仅有的最大的毛纺织业中心”，其“产量相当于英国布匹出口总量的一半”，哈莱姆也在欧洲“亚麻

纺织业中居于首要地位”。⑧ 故有言：“荷兰共和国把制造业置于优先地位的做法是十分明显的”；⑨ “荷

兰人既是最卑劣的商人又是最优秀的制造业者”。⑩ 

由工业生产实力支撑着强势贸易地位，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荷兰用于出口的白银纯粹得自其

“航运和纺织生产效益”，正是“那种效益使荷兰能从西班牙人和其他人那里得到白银”。就荷兰在波

罗的海贸易中的至尊地位，专家直言，那首先应该由荷兰的纺织生产效率来解释，其次才可用他们

的中间商角色来解释，也即“生产优势第一，商业优势居次”。广而言之，荷兰及随后的英国之所以

能够取代威尼斯的经济中心地位，也不仅在于引进了“ 能促使其成功的商业活动中的新发明”，更

在于获得了“工业生产中的竞争优势”。史家相信，17 世纪初“荷兰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优势的顺序是

生产、流通、金融”，也即荷兰以“生产效率为基础”，方才确立了其国际商业和资金的枢纽地位。⑪ 

①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吕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76 页。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141 页。
③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尤来寅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247 页。
④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195, p.695; 里亚 • 格

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 96 页。
⑤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19 页。
⑥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48 页。
⑦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270, p.696, p.276, p.272.
⑧ 多梅尼科 • 塞拉：《1500—1700 年的欧洲工业》，卡洛 •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 2 卷，贝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第 359 页；克里斯托夫 • 格拉曼：《1500—1750 年欧洲的贸易》，卡洛 •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 2 卷，第 434 页。
⑨ 埃里克 • 赖纳特：《评价成功的基准：同时代的欧洲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1500—1750）的观点》，埃里克 • 赖纳特、贾

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第 80 页。
⑩ 埃里克 • 赖纳特、索菲斯 • 赖纳特：《重商主义与经济发展：熊彼特动态、制度建设与国际评价基准》，埃里克 • 赖纳特、

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第 41 页。
⑪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57、49、83、6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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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贸金融优势与工业优势相得益彰

诚然，荷兰以贸易、航运、渔业为基础的“海上优势”历来令人瞩目。早在 15 世纪，它就成为

“欧洲主要海运国家”，“主宰了波罗的海的大宗贸易”。① 荷兰的航运业尤其一马领先，1570 年，其商

船队的运输量已达到英国、法国、德国三家之总和；② 17 世纪下半叶，荷兰“大大超过了西班牙、葡

萄牙、法国、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德国的船运量的总和”。③ 晚至 1730 年代，英法两国的商船队总吨

位也仍未超过荷兰。更有甚者，荷兰的捕鱼业也十分发达，16 世纪中叶前，“ 鳕鱼业吸收到的资本

居然超过了商船队，所雇用的船只不少于商船队，况且设备成本还更高”。④ 这些都是荷兰海上实力

和商业优势的明证。

同时也应承认，荷兰的工业发展及经济效能从来就大大得益于其国际贸易。既然它在 1600 年

已控制波罗的海地区四分之三的运输业，则必然会“决定性”地带动本国造船业的发展。⑤ 荷兰的船

舶造价能比英国低三分之一到一半，关键就在于木材等原料的低价采购和运输，毕竟造船业中材料

成本八倍于劳工成本。⑥ 本国工业优势与国际商业优势在现代早期便如此相得益彰，确实是荷兰对经

济史惯例的一大挑战，那种“ 大进大出”的经营方式十分超前，其国际化程度也远超日后他国的工

业化进程。时人有论：“荷兰人生产丝绸，国内却不养蚕植桑；他们从外国购买亚麻和大麻，进而生

产精细网制品和漂亮亚麻布，然后再出口；他们把外国的羊毛加工成布匹出口；他们还进口原料生

产皮革以供出口。”⑦ 这些事实固然反映了荷兰的商贸能力，却更加凸显其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

所谓海上优势原就是一种工业优势，荷兰一家独大的商船队依靠着更一家独大的造船业。⑧ 在造

船业这一近代第二大工业中，荷兰率先采用标准化的工艺流程、省力的机械和技术，拥有能供应船

用杂货的各种工场，还拥有航海仪器和海图制作部门。结论不言而喻：“ 荷兰能够统治世界商业的

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造船业的发达。”⑨ 同样，鳕鱼业也非简单的捕鱼业，它其实是荷兰独有的一体化海

洋食品工业，荷兰人“ 在整个 15 和 16 世纪经历了鳕鱼加工技术、鳕鱼大帆船，以及船帆装配和船

上组织的长期试验与完善过程”，借此确立起随后至少两百年在欧洲市场上的垄断地位。⑩ 与此类似，

荷兰所垄断的捕鲸业也是一种产业链，因为鲸鱼实乃工业原料，可制成肥皂、灯油、衣料等，还可

带动鱼网之类的设备生产。⑪ 因此，渔业是一个雇佣量大、能拉动众多制造行业的“战略产业”。

至于金融方面，当时的荷兰也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摘录以下事实便可说明问题：17 世纪欧洲

各地频频出现铸币匮缺的问题，但“阿姆斯特丹可能例外”；“阿姆斯特丹的汇兑银行是北欧一股很

大的集中力量，1609 年开始营业”；“只有阿姆斯特丹银行的票据是完全可转让的，可以像货币一样

在人群中流通”；1614 年荷兰就开办有公立的借贷银行，“以低息借钱给穷人或想要扩大生意的小买

卖人”；1660 年代，“荷兰政府在和平时期可以借到利率低于 4% 的贷款”，且可“比任何其他国家的

政府……借到更多的钱”；17 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已经建起正式的交易所，扩大了“粮食、鲱鱼、

香料、鲸鱼”等商品的期货交易。⑫ 这些金融优势作为荷兰经济实力的一部分，终究跟工商业的发达

和国际化互为因果。

① 里亚 • 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 85 页。

② 安格斯 •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6 页。

③ 克里斯托夫 • 格拉曼：《1500—1750 年欧洲的贸易》，第 387 页。

④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490, p.266.
⑤ 多梅尼科 • 塞拉：《1500—1700 年的欧洲工业》，第 323 页。

⑥  Violet Barbour, “Dutch and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2, No.2, 

 1930, p.275, p.273.
⑦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77 页。

⑧ 克里斯托夫 • 格拉曼：《1500—1750 年欧洲的贸易》，第 387 页。

⑨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49、91、50 页。

⑩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244.
⑪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47 页。

⑫ 杰弗里 • 帕克：《1500—1730 年欧洲近代金融的产生》，卡洛 •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 2 卷，第 454、471、467、458、

 462、494、4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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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荷兰“ 黄金时代”的经济优势是全方位的，实证研究指向这个结论：“ 及至 1650 年

代，荷兰经济在贸易、工业、农业、渔业各部门之间达成了堪称经典的和谐。”① 进言之，荷兰融汇了

商品化农业、出口型纺织业、一体化渔业、综合性造船业、独占鳌头的航运和贸易、随之兴起的众

多其他加工业及发达的金融业，还有运河交通、风车动力、泥炭能源等等，形成了一种分工关联、

协同增效、良性循环、自我持续的现代经济体系，从而“ 使荷兰成为从 1400 年至 17 世纪中叶欧洲

最繁荣的经济，在推动国际分工的专业化方面超过了当时任何其他国家”。② 正因如此，“到 1622 年，

荷兰的 67 万人口中有 56% 生活在中等城镇里”；③ 在 17 和 18 世纪的大多时候，“荷兰不仅成了欧洲的

商业枢纽，而且赢得了欧洲最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工资水平也居于欧洲最高位置。④ 据判断，至少

在经济上，18 世纪“一半的时间里，是荷兰而非英国占据着主导地位”。⑤

由上可知，当格劳秀斯等人在荷兰力倡自由贸易时，本质上这个国家已经雄踞欧洲之冠，不仅

在商业上，而且在工业上。自由贸易与实力优势（或可称实业优势）发生在一起，显然决非偶然。

自由贸易作为对重商主义的政策取代，更多地是产业强盛、生产高效之后的一种自然选择，绝不是

单纯观念的力量或对某种理想的追求，毕竟自由贸易理念在欧洲古已有之。⑥ 荷兰或许具备更趋于

自由贸易的基础条件，但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是一种更直接的推动力，也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解

释。一个重要的反证是，在同样那些基础条件下，当荷兰的产业发展水平偏低时，它就曾大量采用

过重商主义。即使在优势无敌时，荷兰也不会拒绝重商主义，史家甚至指出，“ 它的贸易自由徒具

虚名，其全部经济活动旨在促成和竭力维护某些事实上的垄断”。⑦ 以下即可见荷兰对重商主义政策

工具的大量应用及其对重商主义赶超之道的前卫实践。

二、贸易保护和政府干预的采用

重商主义政策工具箱中，通常居首的是贸易保护，这一点在荷兰的崛起中也屡屡可见，只是

世人对此或未作具体了解或宁愿视而不见。先应观察荷兰的纺织业，这是当时遍地开花的第一大产

业。研究表明，1609 年与西班牙休战前，荷兰还是“实行了工业的关税保护政策，这从纺织品及原

料的进出口关税率可以看出”。⑧ 荷兰一方面向从英国和南尼德兰等地进口的毛麻织品征收高关税，

另一方面向国产羊毛的出口和外来毛麻原料的再出口征以高关税。这样的关税保护完全符合重商主

义原则：既要阻止外来成品占领本国市场，又要为本国工业留下原料，其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就是

要促进本国呢绒和麻布业的成长。

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荷兰的关税政策会随国际关系变化和国内利益权衡而调整。 1609—1621

年荷西休战时期，荷兰撤除对敌方治下南尼德兰港口的封锁，并以约 25% 的幅度下调进出口关税，

此举引发大量佛兰德毛麻织品低价涌入，也让荷兰自产及再出口的羊毛流向南尼德兰。尤其是转口

德国羊毛出口关税降为此前的八分之一，致使莱顿等纺织城市在面临外来成品竞争的同时，又要遭

受原料紧缺的困扰。为此，1614—1615 年，莱顿等市多次在荷兰省议会提出议案，要求把关税调高

至战时水平。尽管阿姆斯特丹等商业城市抵制议案，但也至少达成一项成果，即“省议会决定自 1615

年起暂停征收进口羊毛关税”。此举增加了本国毛纺织业的原料供应，促进了国内产业的成长。⑨

即使在此关税显著降低的时期，荷兰也还是有产业保护大动作的。众所周知，由于荷兰毛纺织

业的领先优势，英国即使长期保护且追赶有效，到 17 世纪初也还是在呢绒的后续染整环节落后于

①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673.
② 安格斯 •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7 页。
③ 保罗 •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 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年，第 64 页。
④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693, p.695.
⑤ 查尔斯 •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高祖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第 204、203 页。
⑥ 道格拉斯 • 欧文：《自由贸易思想史》，第 9—21 页。
⑦ 费尔南 • 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 卷，第 604 页。
⑧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182 页。
⑨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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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结果是英国继续把大量白坯呢绒运往荷兰染整，由此也把最高可翻倍的增值厚利拱手让与荷

兰。为扭转被动局面，英国发起了“科凯因工程（1614—1617），企图把值钱的呢绒染色和精加工业

务从荷兰手中夺回”。① 荷兰强力反击，1614 年即明令“禁入染色的英国呢绒”，② 同时对白坯英国呢绒

始终维持零进口关税。③ 此举无非是要固化英国在价值链低端、荷兰在价值链高端的分工格局，从而

保证稳定谋利。这场争斗以荷兰的胜利而告终，除彰显其实力外，也再现了它对重商主义原则毫不

含糊的奉行。

荷西战争 1621 年重开后，转运商利益遭到遏制，纺织城市势力增大，荷兰省议会当年即通过

决议，“ 大幅提高所有外国呢绒的进口关税，尤其是对南尼德兰廉价新毛呢进口施行惩罚性加税”。

观察各类进口纺织品的关税，布拉奔精呢升高了 1.2 倍，洪德斯霍特塞斯呢升高近 2.9 倍，英国贝斯

呢升高 3.5 倍，列日塞斯呢升高 1.25 倍，佛兰德亚麻布升高 3.5 倍。同时，工业原料如波罗的海和

西班牙的羊毛、纺线、波罗的海亚麻的再出口关税都提高了至少六七倍。 1621—1648 年再战时期大

多维持了这一关税水平，“国内纺织品生产因而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条件”。不过，即使在此高关税阶

段，纺织业界也并未就产业保护善罢甘休。比如，“1623 年，莱顿的梳毛工又强烈抗议商人继续将

羊毛出售给佛兰德，该市议会也积极劝说阿姆斯特丹等市同意禁止国产羊毛的出口”。④

及至再战后期，当保护性高关税政策出现松动时，纺织业界更是强烈反对。特别是由于和英国

纺织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包括在第三方市场，“ 莱顿便持续不断地要求保护国内市场，终于在 1643

年成功地将染色的哔叽和克尔赛呢置于禁入清单”。可见，“只要商业景气不好，进一步的要求便会

不断提出”。⑤ 1647 年，呢绒制造商又以所在行业事关就业和税收大局为由，再次要求“禁止波罗的海

地区和西班牙羊毛的再出口，及外国织物的进口”。只是由于战后转运商势力上升，重新增税的要求

才未实现，致使纺织成品进口关税降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工业原料的出口关税则降了六到八成。⑥

如此关税下调不利于荷兰纺织业的持续发展，但是之前二三十年已经争取到了关键的成长保护，纺织

重镇莱顿的呢绒能“在 1620—1700 年相当稳定地增长”，即得自“其更好的受保护状态”。⑦

（一）贸易保护不限于幼稚产业和国家层面

像以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荷兰也不仅悉心保护幼稚产业，而且着力维护衰退产业。1650 年特

别是 1660 年代后，随着城市经济日趋疲弱，各行各业都呼吁政府保护。“那些救济请求照例都寻求

对外国产品征收更高的进口税，撤除原材料进口税，撤除成品或半成品出口税”。有关努力还包括：

通过外交手段化解海外市场准入新障碍，停止技术知识和先进设备的输出，免除商用物业、泥炭、

煤炭及其他生产用料的税收。荷兰就是依靠这些举措，特别是“通过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竞争性产品

的进口，才在纺织等数个行业为国内工业生产创造了再次盈利经营的经济条件”。⑧ 于此可见，在欧

洲那个浸润了重商主义的环境中，没有哪个经济体会本能地选择自由开放、天然地心向自由贸易，

每当缺乏国际竞争力或者遭遇外部压力，它们都会毫不犹疑地诉诸种种贸易保护措施。

事实上，对荷兰这个松散的联省国家而言，不但在国际层面，在省际层面也充斥保护主义。虽

然国内互设关税是明令禁止的，但实际上“ 省际贸易总是遭受关税的阻碍”。例如，荷兰省为保护

自己的砖瓦厂商，会对弗里斯兰的砖瓦征税，理由是对方免除了省内砖瓦厂商的燃料税。受此带

动，乌得勒支和格罗宁根也跟着向弗里斯兰征税。再如，荷兰省为保护阿姆斯特丹的烟草业，加征

了烟叶出口税，并要求出产烟叶的格尔德兰和乌得勒支依样而行。遭拒后，荷兰与乌得勒支在 1689

① 戴维 • 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第 636 页。
②  Charles Wilson, “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13, No.2, 1960, p.214.
③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184 页。
④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183—185 页。
⑤  Wilson, “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214.
⑥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185—187 页。
⑦  Wilson, “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216.
⑧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p.33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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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惜走到海战边缘。可见，为了保护本省产业、维护自身利益，省份之间多会采取极端行为，遑

论针对外国了，据称“相关例子还可举出很多”。①

正因如此，专家总结道：荷兰人由于其“ 早期的低关税”而备受当今自由贸易者的赞美，但他

们“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所曾见到的最严厉也是最好战的垄断者”，“史上较早时候，阿姆斯特丹当然

奉行的是一条强有力的保护主义路线”；② 那里固然出现过格劳秀斯等人的自由贸易学说，但荷兰的

“ 外贸政策几乎总是呼吸着务实主义精神，国家没有受到任何原理的束缚，乃至放弃对国内生产的

保护，或者放弃对特定贸易伙伴的歧视。当看到保护和歧视有利可图时，荷兰都会去做”。③ 这样难

得的论断应已道尽真相。

贸易保护之外，政府干预也是重商主义的典型政策工具，尽管从逻辑上说贸易保护亦属政府干

预之一种。荷兰能够强势崛起，成就百年霸业奇迹，固然得益于各种有利的自然与经济因素，但政

府的作用必定不可或缺。鉴于人们对政府在荷兰崛起中的积极角色依然理解不够，特再展现荷兰政

府在贸易保护之外的经济干预或产业扶持情况。

首先可考察阿姆斯特丹的历史。虽然总有学者认为荷兰没有出台过类似英国《航海法》那样的

限制性条例，④ 但经济史家明言：“ 阿姆斯特丹之所以能成为西欧显赫的商品交易所，一个基本条件

是，15 世纪下半叶，该城市采取了保护主义的航海政策。”其时政策规定，任何船主，凡属阿姆斯特

丹市民或其合伙人，“自波罗的海返航后都必须在本市码头靠岸卸货”。这一政策显然早于英国的限

制性航海条例，它以汉萨同盟为抗争对象，目的在于阻断波罗的海与布鲁日、佛兰德之间的贸易交

往，以争取让阿姆斯特丹成为波罗的海贸易的中心。⑤ 可见，亚当 • 斯密赞叹不已的《 航海法》并非

英国独创，荷兰先已政治开道、身体力行。

丝绸业也是荷兰刻意扶植的一个早期产业。 1648 年前，阿姆斯特丹尚且仅出台过一次有关丝

绸生产的规定，但在 17 世纪下半叶，它颁行了至少 26 次指令。原因是，国内外竞争的加剧引发商

家纷纷努力降低成本，这不免“增加了人们对质量及欺诈的忧虑，于是该城市感到必须予以应对”。

同时，阿姆斯特丹 1682 年也不得不追随哈莱姆等其他城市去扶持企业，出面兴建或者补贴新建丝织

厂，并安排穷困女性也即廉价劳动力去缫丝。据知，“阿姆斯特丹的市政缫丝厂吸纳了数以百计 8—

16 岁此类女工”，以后还试图让法国来的宗教难民去干活。至于 1730 年后，那里“越来越频繁地出

现要求出台新规、给予补贴的呼声”。⑥

木材进口与加工是荷兰早期的大产业，更与造船业及航运业息息相关。为保护这一产业，“ 阿

姆斯特丹早在 1631 年就宣布禁止进口锯木板材，有关意图在 1694 年再予更新”。以后虽在执行中保

留了某种灵活性，但从 1739 年起便“ 严格执行不得使用外来木材的禁令”，还引起鹿特丹也跟着恢

复了原已废弃的一项旧禁令。也是木材行业，在当时荷兰激烈的城际竞争中，阿姆斯特丹不顾成本

竞争上的劣势，执意要保护自己的手工锯木者免遭风车锯木厂的竞争，由此与扎安河地区的厂家发

生商业冲突，正如它为了绳带专用编织机的使用而与哈莱姆发生冲突一样。如此等等，让人不难得

出结论：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商业中心和世界财富仓库，除“ 商人的活动之外，也得到了政治权力

的有效支持”。⑦

（二）国家层面的政府干预采取四种形式

从阿姆斯特丹转向荷兰全国，更可见到政府干预的大量证据，大致分属四种情况。首先是军

事上的保驾护航，专家的结论是：“ 荷兰经济最初的成功及其在航海和商业上的霸权地位，很大程

①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340.
②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89、64 页。
③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697.
④ 里亚 • 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 129 页。
⑤ 克里斯托夫 • 格拉曼：《1500—1750 年欧洲的贸易》，第 392 页。
⑥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294.
⑦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302, p.340, p.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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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取决于它的战争胜利”；① 立国后即组建的强大海军“为交往世界的本国商船提供护航，才使荷

兰商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就具体案例看，为保障波罗的海贸易，“ 荷兰国会一直以武

力控制其交通咽喉松德海峡”。 1644 年丹麦因与瑞典交战拟封锁海峡，荷兰闻讯后立即派出“50 艘

军舰为本国商船护航并驻扎松德海峡，直到丹麦承认荷兰的商船通行权并降低关税后才撤兵”。② 同

样，为保护地中海贸易免受海盗袭击和西班牙侵扰，阿姆斯特丹政府于 1625 年组建指导机构，督

促“ 执行关于驶往地中海船只涉及火炮数量、船员规模、护航配备的规定，并在该区域维持领事

网络”。③

政府干预的第二种形式是授权垄断。 1595—1602 年间，荷兰陆续成立了 14 家以东印度贸易为

重点的公司，后为避免过度竞争，政府撮合它们合并为“ 联合东印度公司”。该联合公司由荷兰大

议长主持，议会授予公司在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垄断控制权，可维持军队、发行货币、建造堡垒、对

外订约、殖民统治。④ 在当时举国皆商的体制下，与其说该公司为国家服务，莫如说国家在为公司服

务。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实质是“ 特许状推进的国有化”，其“ 重要意义的关键在于国家对贸易和经

济的干预”，形成“国际贸易联合在国家垄断下”的模式。⑤ 此外还有性质相同的“西印度公司”，旨

在垄断非洲和南北美洲的贸易。⑥ 这种垄断在经济上无疑能减少贸易风险，促进利润转为投资，史家

相信，将政治意志与商业利益紧密挂钩的“垄断政策确实促进了荷兰经济的发展”。⑦

政府干预的第三种形式是扶持产业，这方面案例甚多。政府为支持毛纺织业，“ 要求部队付款

采购时，完全购买国产的衣被”。这种保护性立法“让莱顿的呢绒业受到了照顾”，特别是在常年交

战的年代。据认为，1690—1715 年莱克恩旧毛呢业的振兴多与这种军购订单有关。再如，对于制糖

业，荷兰也始终视国际关系和市场情况而灵活运用出口补贴手段，借以保持产业稳定。在渔业部

门，政府支持更属常态，举凡质量保障、标准制定、渔船护航、关系协调、收保护费，都可见政府

的“ 有形之手”。正是严格管理培育起了垄断优势，乃至外国人把渔业视为“ 荷兰商人和船东的秘

密武器”。⑧ 在造船部门，政府通过提供造船设备等方式补贴业界。⑨ 政府予以“补贴和鼓励”的对象，

也包括投资于远洋贸易和海外经营的“荷兰商人、银行家、船运商”。⑩ 此外，官方的“商业外交”也

予以有力配合。⑪ 同样，为助力海外市场竞争，“荷兰禁止出口淡水鱼”，为的是“维持大众生活的低

成本”从而降低商品成本。⑫ 凡此种种，可谓不遗余力。

政府干预的第四种形式是防止生产要素外流，主要涉及机器和工匠。荷兰技工为得到更高报

酬，也曾个别去往波罗的海地区及俄国，一般尚不足为虑，但在 1719 年，居然有约三百名莱顿纺织

技工受西班牙招引前往援建皇家毛纺厂，此后至少在 1728 年又有第二个团队出走。再后，南尼德兰

试图兴办自己的机械化锯木业，并同时对锯木进口设置禁入性关税。受此刺激，荷兰议会即“禁止

出口各类风车厂零件和工具，随后的禁令再扩及铅颜料生产、管子制造、蒸馏提炼。不久后，政令

又禁止锯木厂、榨油厂、制绳厂、帆布织造厂、麻线生产厂工人的招募与外迁”。 1751 年，荷兰议会

重申“ 禁止机器出口，禁止招募技工离境就业”。⑬ 这些禁令虽难挡外国技术进步的总趋势，但足以

① 安格斯 •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7 页。
②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181、182 页。
③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381.
④ 张亚中：《小国崛起：转折点上的关键抉择》，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9 年，第 73、74 页。
⑤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64 页。
⑥  Cameron,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 p.156.
⑦ 克里斯托夫 • 格拉曼：《1500—1750 年欧洲的贸易》，第 446 页。
⑧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290, pp.327-328, 

pp.245-246, p.236.
⑨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89 页。
⑩  Patrick O’Brien, “Mercantil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utch and British Economies, 1585-1815”, De 
 Economist, Vol.148, No.4, 2000, p.470.
⑪  Barbour, “Dutch and English Merchant Shipping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273.
⑫ 埃里克 • 赖纳特：《评价成功的基准：同时代的欧洲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1500—1750）的观点》，第 95 页。
⑬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p.348-349.



68

社会科学 2023 年第 4 期 论重商主义在荷兰率先崛起中的作用

维持目前的技术代差和竞争优势。如此这般再次凸显一个基本事实，即“荷兰共和国的整个制度结

构，包括其法律和税收，都倾向于强化本国的工商经营”。①

总之，在荷兰产业发展和经济崛起中，国家作用同样举足轻重，这一点不难理解，毕竟那是

一个“ 欧洲列强不断诉诸战争的重商主义时代”，国家的深度介入被视为保卫国家安全、促进经济

发展、维护国内秩序的必要“ 成功战略”。② 正因如此，“ 我们如果不直接考察国家所起的作用，就

不能完满地阐明荷兰称霸的历史”；许多人总以为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年代，荷兰“ 似乎是个极大的

例外”，但“事实正与此相反”。③ 当然，流行看法也其来有自，因为一般观念中，荷兰那种城市各自

为政、省份联而不合的结构总等于衰弱而不是强大。但其实从要素流动、制度效仿、产业成长、自

由整合、经济繁荣等角度看，在那个年代即英法等集权大君主国尚未有效巩固、尚未发起重商主义

强大挑战之时，荷兰那个分权制恰恰是效能很高的政府。特别是当具备经济生产效率、产业竞争优

势、健全市场体系、政治博弈机制、一流海上实力时，它也确实不太需要时时采用后发国家全面厉

行重商主义时的那种高集权、强干预政策。

已有史家指出：“荷兰工商业政策的自由开放是比较模棱两可的”，④ “荷兰共和国（实行的是）半

自由放任政策”。⑤ 现在依据实证研究，不妨进一步逼近历史真相：荷兰也不是天然强大的，它也有后

来居上再又被人超越的过程，在弱小时采用保护主义，当强大后就转向自由贸易，失去强势后则重

拾保护主义；弱小时在自己强大的领域照样自由贸易，强大时则在自己弱小的领域照样加以保护；

在开放的政治架构中，工业与商贸、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不同城市与省份各种不同利益集团公开

博弈，最后形成或保护主义或自由贸易或兼而有之的政策；还有，自由贸易往往同时就是保护主义，

即“ 对自己来说要有尽量大的自由，对于各地的竞争者则应给与尽量多的阻挠”。⑥ 就是这些多元的

侧面共同构成了荷兰复杂的历史面目，然而无论如何，贸易保护和政府干预等重商主义政策都在其

中占有不容忽略的地位，它们对荷兰的率先崛起与有大力焉。

三、重商主义赶超规律早有践行

贸易保护和政府干预是重商主义的通行政策工具，但只要问一下这两个工具目的何在，便可知

重商主义其实蕴含更关键的其他要点。这里提示三个关键点：在报酬递增产业中培植比较优势（扶

植工业），集聚能加速发展的外部生产要素（招商引资），注重模仿和创新包括推动进口替代（技术

升级），从中进一步可见荷兰所实践的重商主义崛起之道。了解这三点后，我们便更能理解为何艾

利 • 赫克歇尔会称荷兰为“所有重商主义者的典范”。⑦

（一）在报酬递增产业领域培植比较优势

重商主义超前地具备了一个后人逐步才悟透的洞见，那就是应当在报酬递增产业中培植自身

比较优势。重商主义者预断，以工业为核心的经济活动比之其他更具有报酬递增潜能，贸易保护和

政府干预只有瞄准此类经济活动才能产生正面效应。以此观之，荷兰早就深谙此道，它依据自身条

件和目标追求，努力激发加工制造、商贸运输等报酬递增类经济活动，由此收获了生产效率和经济

繁荣。据研究，荷兰“ 非农劳动力的供应在 1570—1620 年的半个世纪中以 3% 的速度增长，1620—

1660 年仍年增 1％”。结果是，“工资始终在上涨，其中 1572—1583 年、1592—1616 年录得的增长最

为显著，并一直持续到 1665 年”。⑧

①  Jelle C. Riemersma, “Oceanic Expansion: Government Influence on Company Organization in Holland and England (1550-165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0, Supplement, 1950, p.39.

②  O’Brien, “Mercantil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utch and British Economies, 1585-1815”, p.475.
③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63 页。
④  Cameron, 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 p.155.
⑤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92 页。
⑥ 《荷兰人民史》作者 P.  J. 布洛克所言，转引自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181 页。
⑦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89 页。
⑧ 里亚 • 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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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商主义要诀如今已得到总结。埃里克 • 赖纳特指出：“富国之所以富裕，是因为数十年甚

至数百年以来，其国家和治理层的精英们建立、补贴、保护了动态的工业和服务业”。① 他所谓“ 动

态”简言之即具有报酬递增的变迁性。这样的经济活动主要限于工商业，不过，即使在趋于报酬递

减的农业部门，荷兰也以专业化和市场化为手段，促进向园艺农业和精细牧业转型，力图摆脱农业

活动报酬递减的痼疾。因此，在非农产业大举跃进的同时，16、17 世纪“ 荷兰人在农业多样化方面

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者，几乎未遇到任何竞争”。②

是否应当集中于报酬递增活动，不同的产业发展选择会带来何种后果，有关端倪在近代欧洲早

已可见。进入 16 世纪后，西班牙日益陷入“ 经济结构的潜在缺陷”，主要是：毛纺和丝织等工业部

门日益衰落；海上渔业节节败退；工商活动和海洋事业不再为人追捧；投资主要流向农业特别是大

地产；出口原料换取外国制成品；大量钱财用于建筑和艺术；迫害并驱逐非天主教徒。③ 经济结构如

此“ 脱实向虚”，尤其是脱离工商业而退向农业，陷于报酬递减类活动，这就是西班牙衰败在经济

上的主因。荷兰却走上了一条与西班牙迥异的发展道路，显然既不是因为天生的运气，也不是纯凭

历史的惯性。

据载，“ 很早以前欧洲人就认为，荷兰人找到了经济学家的魔法石，即实现全民富裕的关键”，

此即重商主义关于发展制造业、分工专业化之类要义。 17 世纪法国工业化主政者让 -巴蒂斯特 • 科

尔贝的“ 大量信件中，就保存了数以百计有关荷兰政治经济情况的文字资料”，显示荷兰正是“ 科

尔贝主义”的重要来源。科尔贝的经济顾问皮埃尔 • 于埃曾应科尔贝要求，深入研究过荷兰，著有

《 荷兰贸易观察》，此人“ 将荷兰有益经济政策的历史回溯到第一个千年以前的时代”。④ 于此可见，

荷兰久已深通并实践着关于富国裕民的要诀，甚至启发了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者。

欲知重商主义对报酬递增类经济活动之必要性与可取性的领悟，一个方便的观察窗口就是欧

洲的殖民政策。殖民统治中最核心的政策，莫过于强制殖民地成为原材料的产地和母国制成品的市

场。易言之，在殖民体制下，只有宗主国才能从事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工业制造，殖民地则被剥夺

了加工增值的通常机会。荷兰在这方面自不例外，它“对本国的新大陆殖民地同样设置了重商主义

限制，要求它们将其产品输往母国并从母国购入制成品”，而且对其他竞争对手可能输入的殖民地

产品莫不筑起关税的高墙。所以说，“ 荷兰种植园经济所立足的基础同样是重商主义，跟那些欧洲

竞争者相类似”；⑤ 更有说，“荷兰在其海外帝国的殖民行径比其他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⑥ 这一外部

的殖民政策与国内的工商扶持互为一体，也是荷兰致力于报酬递增经济活动的明证。

（二）借助移民大规模招徕先进生产要素

荷兰崛起中可见的重商主义再一关键点是，大举引进外部先进生产要素，集聚于报酬递增类经

济活动，从而加速跨越式发展。借外部先进生产要素加速本国发展，此种效应向为身处大一统体制

下的人们所漠视。在欧洲那个多元的列国体系中，工匠、企业家、产品、原料、资金、技术、思想、

做法等等始终拥有较大的流动空间，这些生产要素从来都对环境高度敏感，随时在择木而栖。而

同样因为身处这种多元列国体系，君主、国家、城市、教会等各主体或为了竞相获取财富、实力与

影响力而积极招徕生产要素，或由于宗教、军事、政治等原因而引发既有要素向外流失终令他人渔

利。这也是为什么“ 在欧洲内部，技术的扩散是相当迅速的，即使有着连续不断的战争，各国的技

术水平也不是特别悬殊”，而 19 世纪以前“这些进步在欧洲之外的扩散是相对有限的”。⑦

① 埃里克 • 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9 页。

②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76、101、48 页。

③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第 230—232、269、270 页。

④ 埃里克 • 赖纳特：《评价成功的基准：同时代的欧洲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1500—1750）的观点》，第 81、82 页。

⑤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476; 陈勇：《商品经

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192、196 页。

⑥ 费尔南 • 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 卷，第 604 页。

⑦ 安格斯 •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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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代史上充斥着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事迹，① 那里要素流动的规模、频次及其效果，大大超

出中国人甚至是当今欧洲人自己的想象，产业的起落、经济的成败、国家的兴衰往往决定于此。于

是，如何总结历来经验，通过权利保障、宗教宽容、财产安全、专利制度、创业扶持等手段来吸引

先进生产要素，也成为经济探讨中的一项常见内容。这方面的大家当数重商主义传人、赶超发展先

驱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他看到了技术和商业如何为了“ 寻求自由、安全和支持”而在城市、国家

之间发生转移，如何“ 从希腊和亚洲转移到意大利，从意大利转移到德意志、佛兰德和布拉奔，再

从那些地区转移到荷兰和英国”。②

荷兰吸引外来生产要素的重大机遇出现在 16 世纪后期，当时南尼德兰因战乱而引发人员大流

亡。总共“有十万人离开布拉奔和佛兰德，绝大多数为商人和熟练工匠，他们随之带走了流动资本

和工业技术”，大多进入了荷兰。③ 1577 年，有一批原已流亡英国的新呢绒技工，经“莱顿政府用特

惠政策”吸引而来，由此拉开产业兴旺的序幕。④ “ 从 1582 年起，来自南佛兰德以及阿图瓦的移民

开始迁至莱顿，薄呢绒生产中心随此发生转移，激发莱顿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统计显示，

1575—1619 年“ 莱顿全部新市民中，有 48.4% 所报告的职业为纺织业”，而且“ 其中又有一半多”

专门从事新品呢绒的生产。⑤ 须知，定居莱顿的纺织技工仅为大迁徙中的部分而已，另有散布全国的

其他各类工商人等，如“来自西班牙的马诺人、来自葡萄牙的犹太人和新基督教徒，后来还有来自

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每一种人都为荷兰带来了技术，促进了荷兰经济的增长”。⑥

史家强调，技工等生产要素转移潮让荷兰“ 从欧洲树大根深的文明中心”获得了“ 商业与技

术诀窍、经济与金融资源、思想与文化资本”，其对荷兰崛起的重大作用“ 再高估价也不为过”。故

称，荷兰“显然得益于周边国家的内部困难和动荡”；⑦ 假如没有自由迁徙政策及其所带来的各类生产

要素，“荷兰的发展将会较慢、规模较小”。⑧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等人特别指出，正是“1579 年荷兰

宣布的宗教宽容原则”招徕了伊比利亚犹太人的财富和经商智慧，由此促进了荷兰等北方国家的工

商繁荣，并让此类“移民迁徙终于成为一种欧洲现象”。⑨ 这里的“欧洲现象”一语意味深长，足让人

领悟移民流动在欧洲范围内的普遍性和这种欧洲普遍性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以及欧洲近现代发

展因此获得的加速度。

概而言之，移民迁徙的动力有两个：一是推力，往往源于移出地的不利处境；二是拉力，此即

移入地的有利吸引，其中既有常态性良好条件，更有人为性优惠政策。⑩ 企业家去往荷兰当然不排除

常态性有利条件的吸引，比如哈莱姆就拥有适合亚麻漂白的充沛清水、乳酪、泥炭、草场，对南尼

德兰的麻织商有吸引力。但单靠这些条件还不够，一个地方提供劳工、技师、资金、设施、安全、

秩序、专营权之类的程度，也是招引外来生产要素时的重要变量，而这正是重商主义的用武之地。

为了招商引资、招人引技、兴办企业、扶植产业，荷兰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 1580 年后，“每个城

市为吸引劳工（移民）和资本（企业家），都无一例外地作出不懈努力”，竞相提供“ 建造许可、税

收减免、无息贷款、免费用房、保安义务豁免、奖励补贴、搬迁报销”。这些优惠政策既利于招徕新

生产要素，又适于留住既有生产要素，当然也不免引发“相互竞争的城市陷入公开冲突”。⑪ 

① 费尔南 • 布罗代尔：《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3 卷，施康强等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1993 年，第 639 页；戴维 • 兰德斯：《国富国穷》，第 309、385、391 页；陈勇：《14 至 17 世纪英国的外来移民及其历史作用》，

吴于廑主编：《15、16 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第 193、169 页。
② 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第 100 页。
③ 查尔斯 •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第 141 页。
④  Wilson, “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213.
⑤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280, p.283.
⑥ 查尔斯 •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第 161 页。
⑦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280, p.341.
⑧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第 92 页。
⑨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第 243 页。
⑩ 多梅尼科 • 塞拉：《1500—1700 年的欧洲工业》，第 348 页。
⑪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290, p.292, p.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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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争夺的案例其时寻常可见。例如，为兴办玻璃制造业，乌得勒支市政官员 1679 年与一名

意大利玻璃商谈判，承诺如在本市建厂，市里“ 可提供免税及免费保安”等待遇。玻璃商随后前来

办厂，只不过五年后，当代芬特尔市提供了更优条件后，商人随即迁走。又过五年，在出现一名

信奉新教的玻璃商时，“ 乌得勒支市政官迅速行动，八天之内就拼凑出一个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礼

包”，包括提供厂房、700 盾设备添置费、4000 盾免息贷款等。然而，主要因为缺乏技工，这一项目

后来还是歇业了，乌得勒支外出挖人的“ 猎头者”也遭到哈莱姆的逮捕。诸如此类充分反映了当时

为聚拢先进生产要素特别是为吸引企业家而展开的激烈城际竞争。当年莱顿之毛纺织业、哈莱姆之

麻纺织业、德尔夫特之陶瓷业、斯希丹之酿酒业，能成为“ 专业化的楷模”，无不得益于 16 世纪末

开始竞相招徕外部生产要素的兴业努力。①

阿姆斯特丹也是抓住机遇而异军突起的一个典型，该市 1450 年尚且“默默无闻”，但到 1600 年

已“ 首屈一指”。据《 剑桥欧洲经济史》，本乃尼德兰枢纽的安特卫普 1570 年代遭洗劫后，“ 许多商

号撤离该城或破产，成千上万新教徒工匠流落四方，大多数去了阿姆斯特丹”。② 从安特卫普所经营

的海上贸易到南尼德兰的丝织业，都因此发生转移。 1595 年，阿姆斯特丹已成为外来移民的“首要

目的地”，城市人口到 1622 年已从立国前的三万跃增至十万多，移民商人带来的技术、专长、人脉，

连同“ 安特卫普的大部分资本”及其“ 商业做法和制度”都转给了阿姆斯特丹。这些，加上之前荷

兰既有的海运和贸易优势，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和地中海周边地区的走弱，促成了西北欧商业中心的

更迭。③

输入外部生产要素大致靠三个方法。一是抢掠他人资源，甚至损人不利己地毁坏资源。当时的

荷兰绝不例外，李斯特写道：“ 荷兰主要靠私掠、劫夺西班牙商船、特别是载有金银财宝的货船而

养肥了自己。”④ 托马斯 • 孟也称，荷兰人虽然嘴上讲“自己活也让他人活”，但实际上总是“阻止和

毁灭”他人的生路，⑤ 如曾“封锁安特卫普港达两百年之久”。⑥ 二是坐等他人资源，当迁出的生产要素

一时缺乏选择时，守株待兔也未必毫无所获。荷兰 17 世纪上半叶的辉煌就有这种成分，毕竟那时德

国受累于三十年战争，法国正遭逢宗教与社会冲突，英国则经历着政治革命。⑦ 只不过坐等渔利终究

“ 可遇而不可求”，为此，李斯特提出了吸纳生产要素的第三种方式：与其消极等待，莫如“ 主动提

供对工业有利的条件，邀请它们到我们这里来安家落户”。⑧ 荷兰人在实行第三种方式上也堪称典范，

从宗教宽容到环境宜商在当时均引领欧洲。⑨

（三）通过进口替代等措施促进技术跃升

荷兰崛起中还可见到重商主义的另一关键点，本质上即技术升级，涉及模仿和创新及进口替

代。需要强调，这样说其实蕴含一个前提，即荷兰也曾落后过。尽管人们不大承认或无意深究这一

点，但荷兰起自落后是确凿的史实，哪怕专家承认其“商业和技术上的早慧性”⑩ 。近代之初，工商和

制造方面以意大利城邦居首，国际贸易方面有汉萨同盟领先，远洋航运方面则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打头

阵。以造船业为例，荷兰在 15 世纪中叶仍“技术落后、组织简陋”，不得不向汉萨同盟购买船只，以

致汉萨方面宣称，只需禁售便可“把荷兰人的商业挑战扼杀在萌芽中”。甚至在 16 世纪，荷兰的造船

业也还落后于法国与西班牙。⑪ 以荷兰曾经的落后为背景，世人更能领略其重商主义的实践与成效。

①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p.339-340, p.272.
②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第 215、264 页；查尔斯 •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第 141 页。
③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283, p.368, pp.406-407, 
 p.668.
④ 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34 页。
⑤ 托马斯 • 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第 11 页。
⑥ 安格斯 •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 7 页。
⑦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341.
⑧ 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100 页。
⑨  H.  W. 房龙：《荷兰共和国的衰亡》，朱子仪译，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第 40、59、66 页。
⑩  Wilson, “Cloth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218.
⑪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355, p.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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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要摆脱落后乃至后来居上，首先必须效仿先进。如今的富国“全部模仿过当时最繁

荣的国家，将本国的生产结构带入一种集中于技术变迁的领域”，① 比如，“荷兰等国是在与意大利的

博弈中模仿意大利人并击败了他们”。② 具体可再看荷兰航海业的崛起。西班牙在实际兼并葡萄牙后，

“ 于 1585 年禁止荷兰船舶驶入里斯本和塞维利亚的港口”，荷兰人被迫转向远洋海运。为此，荷兰

充分利用了本国在葡萄牙工作的一名船长和一名旅行家，“用间谍手段学习知识”。那两位荷兰人给

本国“带回了有关东方陆地和海洋的宝贵信息，其中介绍了海岸、岩石和暗礁；岛屿和港口；航线、

风向和潮流；季节性风暴和无风期；纬度和罗盘方位；预示陆地邻近的飞鸟；友情和敌情；以及葡萄

牙人的强弱虚实”。③ 荷兰的远洋航运特别是向东方的经营即从此起步。

在工业方面，曾到访荷兰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在 16 世纪末提及荷兰“ 发明者”之外兼具“ 模仿

者”特征，以此解读荷兰如何取代了意大利的工商领先地位。法国的科尔贝则曾抱怨“ 荷兰禁止进

口法国商品，还‘ 模仿和假冒’法国产品”；其经济顾问“ 也有同样的抱怨”。他们所抱怨的“ 禁止

进口”并“ 模仿和假冒”正是荷兰的一种进口替代政策，工业化起步通常不就采取这些策略吗？ 即

便到 17 世纪下半叶，法国人还在说，“ 荷兰人在模仿方面的技能要远远优于他们在发明方面的能

力”。发明创新固然好，但模仿假冒也不差，当与领先者存在显著技术差距时，仿冒便是一种学习

手段和追赶捷径，其门槛、风险、成本更低，能为后续升级至发明创造打下基础。经济史家称，“在

荷兰经济史中，显然存在着许多有关创新和模仿的要素”。④

模仿战略的集中政策体现就是“进口替代”，这一术语最晚在 1687 年的西班牙即已为重商主义

者所用，⑤ 相关实践则早在中世纪前即见于欧洲多地。按赖纳特所言，“从梭伦时代的雅典到韩国和新加

坡”，“ 利用进口替代工业化获得出口带动的增长几乎是成功实施工业化的每一个国家的基础”。⑥ 进

口替代往往与专利制度相结合，通过给予一段时间的特许垄断专营，努力吸引外来产业移入，也鼓

励和保护发明创新。自专利制度 1474 年由威尼斯首创以来，欧洲各国包括荷兰都跟着效仿此法，借

以鼓励进口替代及发明创新，包括对发明创新予以保护，从而积累不完全竞争优势。有鉴于此，专

利制度（含特许垄断专营）被认为与关税保护一样，同属“最重要的重商主义工具”⑦，而进口替代往

往把这两个工具甚至与吸引外来先进生产要素等都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荷兰各地曾积极谋取进口替代，例如，针对法国科尔贝主政时的帆布出口禁令，哈莱姆等城市

就曾取得帆布进口替代并转而对外出口的成功。⑧ 另一例子可举代尔夫特市。经由东印度公司，荷兰

原在 17 世纪进口了大量中国瓷器。 1630 年时，年进口量在 5 万到 10 万件，此后又跃增至 20 万件。

面对巨大的消费需求，荷兰陶瓷厂商在本土陶瓷上模仿中国瓷器的设计，虽长时间内仍无法在成本

可比情况下仿制成功，但仍不愿在中国竞争面前续走低端路线。后逢明清朝代更迭打断了中国瓷器

的对欧出口，令荷兰进口量几近减半，到 1652 年已跌至 1.5 万件。借此时机，荷兰大举填补市场空

缺，技艺和质量同时得到改进，终让代尔夫特的瓷器制造大步赶上。⑨

代尔夫特陶瓷进口替代的成功带有一定的侥幸性，可是，摆到该城市当局当时积极殖产兴业的

环境中，其成功又可谓势所必然。从 16 世纪末开始，代尔夫特市政官员一轮又一轮地提供优惠政

策，向国内外招商引资，包括从阿姆斯特丹、莱顿等国内城市高价挖人，办起了挂毯、毛呢、印染

① 埃里克 • 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第 9 页。
② 埃里克 • 赖纳特：《评价成功的基准：同时代的欧洲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1500—1750）的观点》，第 71 页。
③ 戴维 • 兰德斯：《国富国穷》，第 185 页。
④ 埃里克 • 赖纳特：《评价成功的基准：同时代的欧洲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1500—1750）的观点》，第 84、81、94、93 页。
⑤  Cosimo Perrotta, “Early Spanish Mercantilism: The First Analysis of Underdevelopment”, in Lars Magnusson, ed., Mercantilist 
 Economics, Norwel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p.23.
⑥ 索菲斯 • 赖纳特、埃里克 • 赖纳特：《早期的国家创新体系：以舍拉 1613 年的〈简论〉为例》，埃里克 • 赖纳特、贾根良

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第 301 页。
⑦ 埃里克 • 赖纳特、阿诺 • 达斯特：《经济创新起源探究：作为经济增长前提的宗教格式塔转换及发明责任》，埃里克 • 赖纳特、

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第 99 页。
⑧ 董正华：《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第 54 页。
⑨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p.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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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企业。与此同时，当他人借助进口限制措施及挖人引技战略而展开竞争时，该市即悉心守护自身

的技术诀窍。市政当局 1677 年立法禁止技工外流，迟至 1755 年，还威胁要将“ 行业叛徒”永久逐

出所在行业且不得享受贫困救济。① 需要强调的是，代尔夫特决非特例，它不过是当时荷兰重商主义

发展大潮和无孔不入的产业竞争中的一个缩影。

在概览荷兰效法先进包括进口替代的情况后，也必须公正地述及荷兰自己的创新，这终究是

开辟现代崛起的经济体不可能缺位的地方。就重大创新而言，首先必须提及鲱鱼腌制加工的特别工

艺，这项 14 世纪的发明显著提高了鱼品质量，被誉为“荷兰繁荣的起点”。② 相关创新还有 15－17 世

纪发明并定型的捕鲱专用船，这种工厂化渔船可使用大型拖网、船身容量大、腌制桶装均船上完

成、海上连续作业时间长、船员分工明确又人手精简。③ 这两项发明合在一起，让荷兰人长期独占优

势，“英格兰和苏格兰鱼商虽然享有巨额出口津贴……竭力减价，也无法与荷兰人竞争”。④ 就在专用

渔船的基础上，荷兰人又于 1595 年发明了最早的货运大帆船，其优点是容量大、船身轻、适航性

强、操纵简便，因而效率很高、运费很低，且其结构简化又能降低造船成本。⑤ 可见，单是以上三项

发明便撑起了荷兰的几大支柱产业。

除此之外，荷兰的创新也见于其他各个领域，从运河开挖、风车应用、大坝修筑、围海造地等

领域的工程技术，到首个既非王朝也非城邦的联省共和政体、首个众人持股责任有限的公司架构，

以及交通、农业、能源、金融等方面的革命，都包含了大量创新。⑥ 据称，尤其在“17 世纪头 40 年

里，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创新爆炸，1590—1790 年的所有专利，都是在那个时期颁布的”；⑦ “ 即

使在荷兰共和国后期，依旧有许多发明和商品是从荷兰输往德国的……乃至‘ 荷兰化’曾与今天的

‘美国化’有着类似的内涵”。⑧ 按照重商主义的内在逻辑，现代世界是一个由规模报酬递增规律和巨

大产业进入壁垒所主导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机制所主导的静

态世界。⑨ 为此，只有通过技术发明、知识创新，才能形成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高质量经济活

动、产业进入壁垒，也才能获得超常盈利（“ 工业租金”）并促进经济增长。以此观之，荷兰早已践

行了这一重商主义的富强和赶超规律。

四、余论：应如何解读荷兰的相对衰落

行文至此不能不面对一个大问题：已经深谙重商主义发展之道的荷兰，又为何走向了衰落？

首先需要申明，荷兰的衰落终究只是相对衰落。如果说 17 世纪中期前后是荷兰霸权的巅峰，那么

1660 年代后它确实在向巅峰告别。不过，这是一个优势逐渐缩小的长期过程，约从 18 世纪下半叶

延伸至 19 世纪上半叶，且因不同产业部门情况各异而轮廓模糊，或许 1780—1784 年第四次英荷战

争可算一个明显界线。⑩ 事实上，如业界所论，“ 就荷兰经济衰退在何时、何处以及为何出现，至今

未能达成共识”。⑪ 

大致而言，荷兰的波罗的海贸易从 1650 年起即开始衰退，但地中海及东印度与西印度群岛的

贸易保持繁荣；毛纺织、制皂、制盐、玻璃等行业 1670 年代后陆续转入衰退，但麻织特别是丝织及

制糖、造纸、印刷、酿酒各业仍继续发展；渔业、航运及造船业在 18 世纪上半叶先后步入衰退，金

①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p.306-309, p.340.
② 里亚 • 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 98 页。
③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83 页。
④ 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32 页。
⑤ 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76 页。
⑥ 董正华：《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第 55、63、60 页。
⑦ 查尔斯 •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 年》，第 151 页。
⑧ 埃里克 • 赖纳特：《评价成功的基准：同时代的欧洲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1500—1750）的观点》，第 94 页。
⑨ 埃里克 • 赖纳特：《竞争力及其思想先驱：五百年跨国比较的视角》，埃里克 • 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

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第 119 页。
⑩  C. H. Wilson,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Netherland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9, No.2, 1939, p.126.
⑪  O’Brien, “Mercantil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utch and British Economies, 1585-1815”, p.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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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要到该世纪后期才衰退，农业则在整个 18 世纪长期保持欧洲先进水平。①

从根本上说，荷兰的衰落仅仅是从霸权巅峰的回落，那主要是邻国快速赶超导致此消彼长的一

种相对结局。对于寡民小国而言，曾经的霸权原属罕见的奇迹，与国家规模极不相称，故所谓衰落

不过是向常态回归而已。荷兰此后继续跻身发达行列，包括在 19 世纪下半叶再拾工业化和现代化势

头，也证明了衰落的相对性。如今由探寻崛起之道论，最值得深究的还是荷兰相对衰落的缘由。依

据现有分析，可梳理出以下方面的原因：②

——1652—1674 年间因商业利益而发生的三次英荷战争直击荷兰商业霸权，让依赖海外市场的

荷兰进入不稳与守势，1667—1713 年间法国因领土野心而发动的入侵占领及割地赔款要求，又继续

给荷兰以重创；

——英国 1651、1660 年两部《 航海法》均以荷兰为打击对象，法国在科尔贝主政下从 1660 年

代起加高关税壁垒，英法两国大力推动本国的进口替代，工业竞争力日益强大，荷兰从纺织到造船

各业受到抑制；

——先发优势地位，加之贸易、航运、金融等自由贸易利益集团的压力，使得荷兰经常不必也

难以广泛地筑起关税壁垒去保护本国工业，于是在英法崛起背景下荷兰工业走向没落，反而开始进

口纺织等制品；

——英荷战争及法国劫掠重挫了荷兰渔业，且荷兰的造船和捕鲸技术日益过时，无法应对英德

等国的竞争，荷兰人渐失海上经营的斗志，最多对东印度贸易还有点兴趣，渔民和水手流向海外或

选择接受救济；

——社会主导者不再是工商阶层尤其是企业家，食利者倍增，不动产和公债收益成为关注焦

点，豪宅和艺术品成为投资重点，勤俭为铺张所取代，行会又抵制减薪，人群贵族化，风气变保守，

创新也萎缩；

——城邦集合型邦联体制愈发缺乏政治凝聚力，各省市抵制中央指令，尤其在税收问题上，实

行高消费税进一步推高物价和工资，并让经济运行成本居高不下，同时中央财政拮据，债券利息支

付负担日益增大；

——直接贸易不再经转阿姆斯特丹，海上船队不再是投资重点，国家的经济重心和社会财富不

断从贸易和工业转向金融领域，国内收入分配更加扭曲，大量资本继续流向海外逐利，也支持了对

手英国的工业化；

——第四次英荷战争后，阿姆斯特丹丧失金融中心地位，荷属东印度公司破产，荷兰资本从英

国转往法国，但历经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中的吞并与赔款后损失巨大，使得本已病弱的荷兰经

济终于一蹶不振。

以上原因分析固然全面，但也容易让人失去聚焦。其实由重商主义角度观察，即可简明地凸显

两个方面：一是从外部看，英法强邻已决定性地升级了并厉行着重商主义，其对荷战争本质上都是

重商主义战略的一种极端表现，这对于经济高度国际化的荷兰具有很强的致命性。荷兰的崛起本乃

先行抓住了一个窗口期，即“英法重商主义倾向尚未发展到真正打入进行自由贸易的荷兰商人之市

场的程度”。③ 可惜这个窗口期终有竟时，大民族国家的重商主义崛起必然让荷兰难以抗衡，何况人

世间又有多少金身不败、长盛不衰的案例？

① 查尔斯 •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第 161、164 页；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第 160、190 页。

② 查尔斯 •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第 147、157、160—166 页；埃里克 • 赖纳特：《评价成功的基准：同

时代的欧洲经济学家对荷兰共和国（1500—1750）的观点》，第 97—103 页；戴维 • 兰德斯：《国富国穷》，第 632—637 页；

 H.W. 房龙：《荷兰共和国的衰亡》，第 34、43、46 页；Wilson,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the Netherlands”, p.113, p.115, p.118; 

 Vries, and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pp.409-412, pp.681-687; 

 O’Brien, “Mercantilism and Imperialism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Dutch and British Economies, pp.488-489, pp.491-493, 

 p.496.
③ 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第 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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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从内部看，由于受国内产业格局和相关利益集团的制约，荷兰本来就只能相对“有限地应

用重商主义政策”①，比如无法像后来英法那样严厉地施行关税政策，这造成其工商实业的发展带有某

种脆弱性。据分析，莱顿 18 世纪上半叶的衰弱即与关税政策松弛有关：“ 工业普遍衰落的诸多成因

中，除了因必需品课以重税抬高成本外，还包括未能出台一项令人满意的关税政策。”② 产业保护的不

足，以及产业的脱实向虚、技工和资金的流散、企业精神的丧失、创新活力的萎缩等“ 后工业化态

势”或称“富贵病”，实际上都是滑向重商主义反面之表征。其实，这样的演变并不突兀稀奇，既曾

发生于之前的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也可见于之后的英国等当代国家。

总而言之，重商主义既然深刻揭示了赶超发展规律，为认识现代国家的治乱兴衰提供了一个有

益参照，那么，作为“ 首个现代经济体”的荷兰，无论是其奇迹般的崛起还是非典型的衰落，也完

全可以在重商主义框架中得到更加如实、恰当的解读。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解读应当能为当今的后

发国家赶超和崛起实践提供富有启示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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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le of Mercantilism in the Pioneering Rise of the Netherlands
MEI Junjie

Abstract: As the Netherlands was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and an early advocate of free trade, 

people tend to believe that its rise to prominenc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ercantilism. A closer look into history, 

however, reveals that the Netherlands in its rapid development also employed such mercantilist policy tools as 

tariff protection, industrial encouragement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at its free trade was after all based 

on the strong productive efficiency nurtured by mercantilism. Indeed, the Dutch implemented precociously the 

catch-up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herent in mercantilism: cultiva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industries of 

increasing returns; attracting migrant factors of production to accelerate industrial upgrading; enhancing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imitation, innovation as well as import substitution. As for its decline, it was a relative one 

engendered mainly by the more aggressive mercantilism that Britain and France practiced while the Netherlands 

was to experience its “the rich’s disease”, such as de-industrialization, the dispersion of skills and capital, and the 

los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ventiveness, all running counter to mercantilist principles.

Keywords: Netherlands；Pioneering Rise；Mercantilism；Historic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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